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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民歌运动”是 1958—1959 年间的一场大型文艺实践活动,不仅对彼时国内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

规约了此一时期域外诗歌的译介活动。 业界对前者研究充分,但对后者关注不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文章通过梳理

此一时期域外诗歌译介的历程发现,无论是诗歌的主题选择,还是具体的翻译操作,抑或译诗评介,均遵循“大众化”和“政

治化”的审美倾向,密切适应并配合“新民歌运动”所倡导的诗歌规范。 研究“新民歌运动”与诗歌译介的互动关系,不仅

有助于认清特定历史语境下诗歌翻译的价值功能,更有助于揭示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勾连。

关键词:新民歌运动;诗歌译介;政治审美

中图分类号:H315. 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2)04-0119-09

0　 引言

“新民歌运动”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 1958—1959 年期间的一场大型文艺实践活

动,引领彼时诗歌创作甚至是文艺发展的方向。 目前,对“新民歌远动”研究的主力军在文学界和历史学

界,研究主要聚焦其历史缘起、发展历程、艺术特征、思想内容、文化本质、历史影响,等等;研究的主要落

脚点还在于国内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及运动的文化渊源,很少或几乎不关注“新民歌运动”对彼时异域诗

歌汉译的影响。 事实上,1958 年前后,国内译介了大量的异域诗歌,无论是诗歌的主题选择,还是具体的

翻译操作,抑或译诗评介,都打上了深深的“新民歌”烙印。 甚至可以说,异域诗歌译介密切配合并适应

“新民歌运动”所倡导的诗歌规范,尝试与其“同调”。 显然,此一时期的诗歌翻译并非译者个人情感和主

观意愿的真实体现,而是由“新民歌运动”所主导的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网络中的社会总体性的反

映,是译者的一种自觉适应。 本文通过梳理“新民歌运动”形塑的历史语境和诗歌规范,解读异域诗歌汉

译的选材原则、操作规范和批评话语,进一步厘清“新民歌远动”对异域诗歌汉译掣肘的文化肌理,从而

更清晰地探究和追踪翻译抉择、艺术审美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张力。

1　 新民歌运动:语境与规范

1. 1
 

“新民歌”语境的生成

“新民歌运动”的开展或语境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有其酝酿、发展、鼎盛、衰落的历史脉络。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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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运动”萌芽于“大跃进”的时代土壤,经由领导人倡议、文艺官员的阐释和推介、各级党政机关的呼应

和运作、主流媒体的跟进和鼓动、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和实践,层层聚力,酝酿烘托,并逐渐衍变成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全民文艺实践活动。

1958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

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李慈建,1999:177),为新民歌的滥觞定下基调。

1958 年 4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新民

歌”的创作和采风运动。 同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周扬代表文艺界作了题

为《新民歌开辟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高度评价新民歌运动,认为新民歌“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民

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 (周扬,2009:54)。 1958 年 7 月,《红

旗》创刊号正式发表了周扬的《新民歌开辟了诗歌的新道路》,在公共空间正式传达毛主席的讲话精神,

“对新民歌这个崭新的文化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论定和支持” (谢保杰,2005:29)。 各省、市、自治区以及

地、县党委宣传部纷纷发出通知,强调收集新民歌、创作新民歌是“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 创作、研讨民

歌,成一时风尚。 参加讨论的有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诗人、批评家。 先后发起讨论的刊物,主要包括《星

星》《处女地》《诗刊》《萌芽》 《文汇报》 《人民日报》 《文学评论》 《长江文艺》 等,争论十分激烈(郑青,

1959:118)。 讨论或批评恰恰为民歌的“经典化”提供了流布渠道和传播途径。

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不仅倡导写民歌,还编民歌集(如郭沫若所编《红旗歌谣》等)。 宣讲民

歌,刊发民歌,编辑民歌,展开诗歌争鸣,使民歌这一主题逐渐“经典化”,形成全社会(至少是文学艺术

界)的共识。 《文学评论》更是在 1959 年刊出系列文章,讨论诗歌的创作,包括王力《中国格律诗传统与

现代格律诗的问题》、朱光潜《谈新诗格律》、罗念生《诗的节奏》、金克木《诗歌琐谈》、唐弢《从“民歌体”

到格律诗》、周煦良《论民歌、自由体和格律诗》及袁可嘉《彭斯与民间歌谣———罗伯特·彭斯诞生二百周

年纪念》、郑青《诗歌发展问题上的争论》、力扬《诗国上的百花齐放》等。

综上所述,在政府赞助人、主流政治话语、专业人士、普通大众及主流报刊杂志的“介入批评”下,新

民歌被誉为“最好的诗”(萧三,1958:25),已然成为彼时“时代的最强音”和“探照灯” (郭小川语),确立

并规训着彼时诗歌创作及译介的诗学规范和审美趣味。

1. 2 诗歌规范的形成

作为“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天鹰,1959:2),“新民歌运动”甫一开始就从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和艺

术体裁上对诗歌创作提出了规范要求,成为此一时期诗歌创作和译介的圭臬。 诗歌应该写什么,怎么写,

为谁而写,是主流话语关心并倾力主导的核心议题。 在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年代,必然产生对

于文艺的“规范性”要求,“不仅明确规定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且规定了理想的创作方法;不仅规定

了‘写什么’(题材,主题),而且规定了‘怎么写’(方法,形式,风格)”(洪子诚,2003:128)。

1. 2. 1 思想内容

新民歌的思想内容虽丰富多彩,具有多面性,但其政治面向处于主导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从

其界定可知一二。 例如,“新民歌”在一定意义上被称为“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是“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新国风”(郭沫若
 

等,1959:2),是“群众共产主义精神高涨的一种表现” (柯仲平,1958:6)。 也就是

说,诗歌思想内容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审美作为基调的。 正如郭沫若与周扬合编的《红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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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所论,其选材标准是“要有新颖的思想内容”。 从所选 300 篇民歌来看,内容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其

一,歌颂祖国,如《过去与今天》《长岭坡》 《百草万物也心欢》等;其二,歌颂共产党和领袖,如《毛主席像

红太阳》《歌唱共产党》《太阳的光芒万万丈》等;其三,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如《合作化道路通天堂》 《人

民公社是金桥》《万人齐唱东方红》等;其四,英雄颂歌,如《英雄本色就是诗》 《战士个个花中花》 《古战场

上扎军营》等。 若细读这三百首民歌,不难发现,编选者聚焦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其歌谣内容政治叙事

是第一位的。 正如何其芳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一文中指出,新民歌“最吸引人的还并不是它

们的形式,而是它们的内容表现出来了神话中的巨大的惊天动地的征服自然的精神,反抗的精神” (郑

青,1959:118)。

1. 2. 2 艺术形式

在主题先行的制导下,诗歌的艺术性虽说退居次席,但也并非可有可无,也有较为突出的艺术特色,

成一时风尚,引为诗歌创作和翻译的典范。 有学者总结道,大跃进初期出现了一些情感质朴、格调清新明

快、抒发群众尤其是农民真情的民歌,这些民歌的特点,如质朴的语言、直白的表达、丰富的想象、炽热的

情感、明快的节奏等,初步形成了新民歌的特色和风格。 简洁、明快、质朴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是新民

歌较突出的艺术特色(郑祥安,2006:27)。

作为“新时代的人民的诗歌”(徐迟,1959:14-15)和“绝妙好诗”(徐迟,1959:18),新民歌的艺术形式

颇具“大众化”,即在民族形式上追求“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1952:522-523),在语言层面提倡与大众现实生活贴近的“口语化”方向。 鉴于民歌接受主体为

工农兵大众(这和毛泽东提出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是相吻合的),他们所受教育有限,文化水

平不高,难以理解意象丰富、辞藻晦涩的诗章,因此,选择用词简单朴素、曲调优雅上口、反映民间社会生

活的诗歌,极力表现大众情调,将劳动生活或场面“民歌化”或“诗歌化”,展现普通百姓的基本价值诉求,

是全体诗歌创作或翻译工作者遵从的规范。 从《红旗歌谣》所辑民歌的标题即可窥见一斑,例如,《想起

来公社忘不了你》《我们幸福了》《花也舞来山也笑》《叔叔三次到咱家》《大河和小河》《一天变作两天长》

《村东有一个水库》《田里的河泥》等。 正如天鹰(1959:27)所论,“所谓新诗歌的基本道路,我的理解是指

一个国家的诗风和诗歌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问题”。

简言之,新民歌在思想内容上遵循主流政治话语,亦步亦趋,唱赞歌,颂大众;在艺术上,
 

则有“形象

的鲜明,
 

音节的整齐、响亮,
 

色彩的明朗,
 

语言的精炼生动”(邵荃麟,1981:372)等特点,从而为异域诗歌

的译介营造和奠定了充分的范型语境。

2　 “新民歌运动”指导下的异域诗歌汉译

“新民歌运动”为域外诗歌汉译提供了历史语境,为其出场烘托并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渊源。 此一运

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彼时的文学界和诗歌界,绝大多数诗人和作家都纷纷“以新民歌的美学特征来规范

自己的艺术个性”(谢保杰,2005:34);同时,这一运动也强烈地波及至翻译界,众多译家都积极译介域外

诗歌,从译介主题、译介语言、译介批评等多个方面探索诗歌译介与“新民歌”的关联,“总是附加有一定

程度上的目标文化主导价值观” (邵璐
 

等,2022:11),以期跟上或适应新民歌“节奏”,“趋时性” 特征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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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异域诗歌成译介新宠

新中国成立之初,域外诗歌的译介可说是“不愠不火”,但“新民歌运动”的开展及其所营造的诗歌氛

围,为异域诗歌的汉译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化为翻译的内在驱动力。 国内翻译界和出版界极力译介异域

诗歌,尝试从外国诗歌中寻觅灵感和给养,配合国内民歌运动。 正如力扬(1959:32)所呼吁,“我们要发

展民族诗歌,是不能不汲收和借鉴外国文学中好地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 因此,1958—1959 年出现了

异域诗歌汉译的高潮。

笔者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 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年),手工统计了“十七年”(1949—1966)异域诗歌翻译出版数据(见表 1
 

、表 2),并借此图表对比,结论

便一目了然。

表 1　 十七年间翻译出版多国诗歌集一览表

表 2　 十七年间翻译出版外国诗歌作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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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1949—1966 年共翻译出版多国诗歌集 26 部。 其中,1958—1959 年合计出版 10 部,占

比近 40%。 由表 2 可知,1949—1966 年翻译出版或再版或不同出版社重版外国诗歌作品(集)共计 503

部(种)。 异域诗歌翻译自 1949 年始,逐年呈增长趋势,1959 年达到顶峰,多达 72 部(种)。 1958 年和

1959 年共翻译出版高达 139 部(种),占比 27. 63%。

表 1 和表 2 的数据表明,仅以诗歌体裁翻译的数量而言,1958 年和 1959 年这两年达到“十七年”间

的巅峰。 数量的骤增和“新民歌运动”的消长高度吻合,这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其来有自。 由于特殊的

历史语境,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高度工具化。 前文已述,“新民歌运动”所营造的诗歌规范,也成了翻译

题材选择的“导向标”,引导或敦促译者贴近或服膺它所确立的诗歌规范和秩序。 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译

介就较为典型。 袁可嘉(1959:88)就曾坦言彭斯的译介动机:“彭斯与民间文学的血肉姻缘很自然地引

起正在讨论的新诗与民歌关系的中国文艺界的兴趣。”王佐良(1997:761)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在
 

50
 

年

代的大规模新民歌运动中,这位苏格兰民歌的作者、保存者被视为同调,又恰逢他的
 

200
 

周年纪念来临,

于是条件具备,对他的翻译和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据袁可嘉和王佐良的论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彭

斯之所以获得译介资格,并非来自其诗歌的审美性和文学性,而是其诗歌的特质正好吻合国内新诗运动

的诉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艺术对政治诉求的皈依。

2. 2 诗歌选材的趋时性

作为“一场有组织的文化生产运动”(巫洪亮,2010:83),“新民歌”探索诗歌艺术审美的意愿和努力

要远远低于其文化政治表现力。 “新民歌”着力于为社会主义的人和事唱赞歌,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或战

斗意志鼓与呼。 对作品“思想性”的甄别是彼时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 正如卞之琳等(1959:42)指出:

“对于外国文学遗产,特别要首先看清楚其中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思想究竟怎样,……本着‘政治标准

第一’的精神,首先分析其中的思想倾向,也就成为我们的特别迫切的课题。”这一选材理念反映到异域

诗歌的译介上,就是对诗歌思想内容和译介策略的“精挑细选”和“反复琢磨”,极力“趋时”。 一方面对异

域讴歌人民生活旨趣或坚强不屈斗争精神的诗歌青睐有加,积极译介,而另一方面却对西方现代派诗歌

进行民族性“祛魅”,视而不见或“译而不宣”(内部发行)。

下面以 1958—1959 年多国诗歌集的翻译出版为例,加以说明。 1958 年翻译出版的七部多国诗集包

括《歌颂新中国》(作家出版社)、《阿拉伯人民的呼声》 (人民文学出版社)、《滚回去,强盗!》 (作家出版

社)、《美国人,滚回去》(拉丁美洲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牢狱的破灭》 (印度、巴基斯坦现代乌尔都

语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阿拉伯诗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非洲诗集》 (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9 年翻译出版的三部多国诗集包括《愤怒与战斗》(上海文艺出版社)、《伊朗、阿富汗和平战士诗

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平战士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些诗歌的主题基本

上是反映和颂扬亚非拉人民反抗压迫、争取民族合法性、祈愿和平的心声,与新民歌所倡导的“反抗精

神”步调一致。

再来看看英美诗歌在 1958—1959 年的译介情况。 美国诗歌共六部(种),包括朗费罗所著《海华沙

之歌》(王科一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伊凡吉琳》 (李平沤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 1 版)、《朗费罗诗选》

(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玛·米列所著《米列诗选》 (袁可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洛森堡夫妇

纪念诗选》(朱维基译,新文艺出版社)及路温菲尔斯所著《路温菲尔斯诗选》 (方应旸译,上海文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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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英国诗歌共 15 部(种),包括拜伦所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杨熙龄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 1

版)和《唐璜》(朱维基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 1 版)、约翰·济慈的《济慈诗选》 (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

社)、弥尔顿的《复乐园》(朱维之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 1 版)《科马斯》(杨熙龄译,新文艺出版社)《失乐

园》(傅东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弥尔顿诗选》(殷宝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彭斯的《彭斯诗钞》(袁可

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彭斯诗选》 (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的心呀,在高原》 (袁水拍译,人

民文学出版社)、乔叟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方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 1 版)、莎士比亚的《莎士比

亚十四行诗集》(屠岸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 1 版)、大卫·乌莱特的《裴欧沃夫》 (今译《贝尔武甫》) (陈

国桦译,中国青年出版社)、雪莱的《云雀》 (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雪莱抒情诗选》 (查良铮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就原著者的身份而言,乔叟、弥尔顿、莎士比亚属于古典主义诗人,朗费罗、拜伦、雪莱

和济慈属于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而米列、路温菲尔斯和彭斯则代表工农阶级,具有“革命性”的初始立场。

就诗歌的主旨而言,朗费罗的诗歌着力于“自我民族的赞美、对人生的光明向往” (吴赟,2012:55);米列

和路温菲尔斯的诗歌反映了美国左翼进步作家对和平与民主的追求和向往;雪莱的诗歌“揭露现实” “刻

画理想,表达对未来社会的热爱”(吴赟,2012:51);拜伦的诗歌具有革命反叛性,启示人们抗争;彭斯的

诗歌扎根民间文学,表现普通大众的人生历练和革命情怀,如此等等。 显然,上述作家身份及其诗歌所表

现的诗学特征深度契合了新民歌所倡导的诗歌的“浪漫性”和“现实性”,因其“进步”和“革命”,为其诗

歌译介赢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现实的可能性。 反观英美现代派诗歌,其身影在整个“十七年”几乎绝

迹。 除零星的全面否定的诗歌批评外,无一本现代派诗人的诗歌得到翻译出版机会,一个重要的原因便

是“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条件” (卞之琳等,1959:42)。 现代派诗歌被定性

为“政治上反动、思想上颓废、艺术形式上形式主义的文学,是反现实主义的反动诗歌” (吴赟,2012:87),

自然无法取得译介的政治合法性,被弃绝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2. 3
 

译介批评的“新民歌”倾向

“新民歌运动”期间,文艺批评界对新民歌称许有嘉。 翻译(批评)界一方面“身体力行”,积极翻译符

合新民歌诗学规范的异域诗歌;另一方面,基于“民歌”立场,他们或积极撰文或通过翻译“副文本”如前

言、译序、译跋等,研究、审视、解读异域诗歌的思想主旨和美学特征,嘉许与新民歌“同调”的异域诗歌。

首先,对待译诗人展开研究,嘉许诗人与“新民歌”的关联性,进一步夯实译介的合法性。 例如,随着

“新民歌运动”的展开,对彭斯的译介和研究逐渐升温。 1959
 

年,恰逢诗人诞生
 

200
 

周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再版袁水拍翻译的《我的心呀,在高原》,录诗 30 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袁可嘉翻译的《彭斯诗钞》,

录诗 89 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翻译的《彭斯诗选》,录诗 37 首。 据不完全统计,研究彭斯的学术

文章包括王佐良的《彭斯诗抄》(《诗刊》1959 年第 5 期)和《伟大的苏格兰诗人彭斯》 (《世界文学》1959
 

年
 

1
 

月号)、杨子敏的《罗伯特·彭斯———伟大的人民诗人》(《诗刊》1959 年第 5 期)、袁可嘉的《彭斯与

民间歌谣———罗伯特·彭斯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文学评论》1959 年第 2 期)和《彭斯诗三首》(《世界文

学》1959
 

年
 

1
 

月号)及《彭斯的诗歌》(《文学知识》1959 年第 5 期)、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二年级八班

集体翻译的刊载英共名誉主席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的文章《罗伯特·彭斯:纪念苏格兰人民

诗人彭斯诞生二百周年》(《西方语文》1959
 

年第
 

3
 

卷第
 

1
 

期)、范存忠的《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彭

斯诞生 200 周年纪念》(《南京大学学报》1959
 

年第
 

2
 

期)、南星的《略谈彭斯的诗歌和技巧》(《新港》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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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6 期),等等。 这些研究文章“均充分探讨了彭斯诗歌充分的人民性、革命性与战斗性” (吴赟,2012:

47)。 王佐良在《彭斯诗选》前言中就指出:“彭斯……走了一条唯一该走的路:用随母乳以俱来的活的方

言去写劳动人民的生活。 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个语言上的改变,一件纯粹属于形式的事情。 但是实际

上,这是使诗重新受到本土方言文学的深厚传统的滋养,从而使诗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头等重要事

情,值得大书特书。”(彭斯,1959:14)这种批评着力拔高了彭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切合了彼时

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流露出某种批评的泛政治化倾向。 正如袁可嘉(1959:43)所言:“今天我们广泛

介绍彭斯的作品……我国文艺界正在热烈讨论新诗与民歌的关系问题。 这时来探讨一下彭斯怎样吸取

歌谣中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而这些诗歌创作中的优秀部分后来又回到民间,反过来丰富了歌

谣传统,这无疑是既有趣又有益的事情。”

其次,对诗歌聚焦政治审美,“以点带面”,选择性褒扬,有意凸显或拔高诗歌的政治旨趣,在“新民

歌”的诗学轨道上框范和阐释诗作。 因此,对政治面貌清晰的诗人,极力总结其诗歌的政治表现力,往往

忽略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如方应旸(1959)在其译著《路温菲尔斯诗选》的内容提要中这样介绍,路温菲

尔斯“是美国的共产党员,曾受美国反动当局的非法逮捕”,他的诗“有的猛烈地谴责了美帝策动的侵朝

战争,有的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统治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有的愤怒地抗议美

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虐待,有的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和平的热爱。 总的来说,这些诗表现出作者对

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和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的气概”。 而对一些政治面目不甚清晰的诗人,译者往往会

特别突出其人民性和革命性。 如查良铮(1958:5)在《济慈诗选》的译者序中就特别指出,济慈的诗歌所

表现的“人文主义,对自然和对人所持的自发唯物主义的、享乐的态度,激进的社会观点,对英国贵族资产

阶级社会的丑恶本质的抗议———这一切使济慈和湖畔派诗人们迥乎不同,却使他和革命浪漫主义者颇为

接近。”济慈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热爱生活的乐观情调的”,“后期的济慈不但接近现实主义,也更接近了

人民”(查良铮,1958:7)。 他注意到民歌的写作,更多地看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他的语言也由最初典丽而

模糊的辞藻趋于单纯的、富于表现力的口语(查良铮,1958:8)。 “这样的作品在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明

朗的性格方面,当然还是有所帮助的。” (查良铮,1958:8)译者一语道破天机,翻译的真正动机在于教育

社会主义新人的明朗的性格,这和民歌的思想主旨是不谋而合的。

最后,对不符合新民歌诗学规范的异域诗歌(主要是英美现代派诗歌)极力贬抑、挞伐,对其“异质”

思想进行批评,力陈遭弃绝的合理性。 例如,“新民歌”的盛行,对结构严谨、节奏匀称的十四行诗产生了

时代和社会的审美错位,称其为“洋八股”,予以否定和批判。 有批评者认为,“创造定型律的形式,我们

早已深恶痛绝的了,即近来什么十四行,以及每节四句的样式,我们都不要他” (转引自王亚平,1996:

49)。 还有论者认为,十四行诗“更是僵化了的西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诗歌形式”,“这种形式已经没有一

点生命力”,“已经随着产生它的时代和阶级一去不复返了”(安旗,1958:56-57)。 又如,袁可嘉更是称英

美现代派诗歌为“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抨击现代派诗歌“宣扬凶暴淫乱、梦幻和歇斯底里”,“既反

映了资产阶级作家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精神崩溃,又通过对读者的麻痹和蒙蔽作用,加深

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解体过程”(袁可嘉,1963:84)。

绿源曾说:“诗不是哲学和历史,不能以真为美,诗不是伦理道德准则,不能以善为本,诗是艺术,是审

美活动和审美对象,只能以美为本。”(孙郁,2015:146)反观“新民歌运动”期间的诗歌批评,唯思想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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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是瞻,以“人民性”“革命性”“现实主义”等条条框框来界定或限制诗歌译介的主题和精神内核。 此种

批评也在隐性地引导、彰显民歌化诉求的社会政治功能,实质上是呼应整个赞助系统对民歌的政治功能

定位。

3　 结语

十七年的文学场域,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政治具有压倒一切的统摄力。 那时,“批评家格外看重文

学的社会功能”(温儒敏,2003:41),“译介何种外国文学不再是一种个人兴趣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行

为”(方长安,2002:88)。 因此,诗歌翻译被赋予了时代的文化政治意义,成为彼时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纵观 1958—1959 年的异域诗歌的译介,无论是诗歌的主题选择还是具体语言的调适,都与“新民歌运动”

亦步亦趋,引为同调。 此一时期的外国诗歌汉译蕴含了彼时的政治美学,实质上是对流行观念的演绎,译

者是以翻译的方式响应和践行了自身对诗歌世界与政治秩序的关怀。 也就是说,彼时的异域诗歌汉译都

是诗歌与历史相互对话与彼此诠释的结果。 很大程度上,这种“同调”并非异域诗歌汉译本身的审美诉

求,而是彼时诗歌运动规约下的历史抉择。 研究“新民歌运动”前后异域诗歌的汉译,不仅有利于我们认

识主流政治意识与诗歌译介的关系,探讨诗歌翻译的策略、接受和影响,而且还能发现特定历史语境中诗

歌翻译的规律、特征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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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experiment
 

and
 

practi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not
 

only
 

exerts
 

in-depth
 

influence
 

upon
 

the
 

creation
 

of
 

poems
 

but
 

also
 

manipulates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ems
 

during
 

the
 

years
 

of
 

1958-1959.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former
 

part,
 

but
 

unfortunately
 

less
 

to
 

the
 

latter
 

part.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and
 

analyses
 

of
 

the
 

translated
 

poems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whether
 

the
 

selection
 

of
 

poem
 

themes,
 

or
 

the
 

translating
 

of
 

the
 

poems,
 

or
 

the
 

comments
 

on
 

the
 

translated
 

poems
 

keep
 

in
 

line
 

with
 

the
 

norms
 

of
 

poems
 

advocated
 

by
 

the
 

movement,
 

displaying
 

a
 

tendency
 

to
 

cater
 

to
 

the
 

populace
 

and
 

political
 

aesthetics.
 

This
 

research
 

possibly
 

will
 

be
 

of
 

great
 

help
 

to
 

see
 

clearly
 

the
 

value
 

of
 

translated
 

poems
 

and
 

to
 

expo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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